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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如何通过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来赋能服务业发展,是把握未来中国经

济增长的关键。 本文从全球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客观规律的角度出发,详细讨论了服务业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

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近 10 年来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向心性正在提升,并向单中心化演进;生产服务业推动

城市多中心化,而生活服务业促进城市向心性增强、单中心化,生活服务业就业占比提升是发达国家大城市

向心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大城市正处在生产服务业扩张引致的多中心化时期,随着未来服务业占比持续提

升,生活服务业的崛起将会推动城市空间结构进入向心性回升阶段。 研究认为,中国城市的空间规划、政策

制定应进一步顺应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的客观规律,推动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与世界城市发展

趋势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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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ipetal citi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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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ities have entered the post-industrial era. Optimiz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o empower the service
sector is crucial for future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sector development and

urban spatial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patterns of spatial evolution. We find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large
citi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have become more centripetal, shifting toward monocentric structures. Producer services tend

to promote polycentricity, while consumer services strengthen centripetal structure. The rising share of employment in
consumer services i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recent centripetal trend in large cit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Currently, large

Chinese cities are in a producer service led polycentric phase. As the share of services rises further, the expan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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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services will likely trigger a return to a more centripetal organization. Therefore, urban planning and policy in

China should accommodate the post-industrial tendency for population to concentrate in central urban areas.

Key words:post-industrialization; urban centripetality; objective laws; consumer services

　 　 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外部需求承

压的背景下,畅通内循环、发展生活服务业以提振

消费,对于稳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2025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充分发

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优化城

市空间结构,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从经济学

的角度来看,生活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不可贸易性,
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更有利于服务消

费。 全球范围内,由于生活服务业对中心城区人

口密度、规模和流量的依赖,向心性不断增强已经

成为世界主要大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共同趋势。
因此,如何通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调整,来推动人

口向中心城区集聚并促进服务消费增长,将成为

“十五五”期间我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实现提质

增效的重要抓手。
然而,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城市空间结构之

间的关系,学界和政界仍然存在模糊认知。 一种

观点认为,降低城市主中心人口密度推动多中心

化发展,有利于交通和消费可达性提升,能够缓解

城市病、提升城市舒适度[1 - 2]。 近年来,在具体的

城市政策制定和规划实践中,一些大城市依然秉

承工业化时期思维,以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观念

来主导城市更新。 推动中国式城市治理现代化,
关键是要遵循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和空间结构向

心化的经济规律[3]。 上述以人口疏解为导向的政

策观点,忽视了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空间结构演

化客观规律。 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中国城市的制

度体系、治理方式等无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

相适应,难以实现效率和宜居兼顾的城市发展

目标。
鉴于此,本文从全球城市经济结构演进的视

角出发,系统性探究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城市空

间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 与此同时,通过中国与

国际大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差异的对比,把握未来

中国大城市空间治理的政策改革方向。 本文结构

安排如下:第一节展示发达国家大城市服务业与

城市向心性趋势之间的关系;第二节以美国大都

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的城市

为例,讨论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向心

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第三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分行业就业数据,并结合前述国际城市的

经验发现,分析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现状与变化

趋势;第四节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对当前中国城市

服务业发展和空间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第
五节提出顺应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政策建议。
一、后工业化时代全球城市空间结构变化

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

化现象出现逆转,人口重新向中心城区集聚。 究

其原因,服务业的兴起使得中心城区集聚了大量

就业岗位,既包括了以知识、信息为核心竞争力的

生产服务业,也容纳了许多需要面对面进行即时

生产和消费的生活服务业[3]。 值得思考的是,既
然城市经济结构服务化是客观规律,那么向心性

增强是否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共同趋势,不同人口

规模和服务业发展阶段下城市的向心性又有哪些

差异? 本节先介绍向心性的测度方法,再回应这

些问题。
(一)向心性的测度方法

借鉴既有文献,本文对城市向心性的测度基于

1 km ×1 km 的人口栅格,该数据体现的是城市居住人

口空间分布状态[4]。 向心性(urban centrality index,
UCI)由空间不均衡指数(location coefficient, LC)和
空间邻近性指数(proximity index, PI)相乘计算得

到[5],首先介绍两个子指数:

LC = 1
2 ∑

n

1
si -

1
n

(1)

式(1)中,Si表示栅格 i 人口数量与城市总人口

之比;n 为城市内的栅格数量。 空间不均衡指数

(LC)是标准化指标,取值范围 0 到 1,数值越大表示

人口空间分布越集聚在少数区域,反之则越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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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 1 - V
Vmax

(2)

式(2)中, V = S′ × D × S ,用来衡量人口分布

空间分离程度。 S 表示栅格人口占比的列向量,D
是栅格之间的距离矩阵,Vmax是假设人口完全分布

在边缘栅格计算的理论最大值。 空间邻近性指数

(PI)是标准化指标,取值范围 0 到 1,数值越大表示

人口集聚高值区域之间的距离越近,反之则越远。
UCI = LC × PI (3)

最后,两个子指标相乘得到标准化的向心性

(UCI),该变量年份间、城市间均可比,取值范围 0
到 1。 数值越大代表人口越集聚在少数区域且这

些区域在空间上彼此更靠近,城市空间结构越接

近单中心;数值越小则说明人口空间分布越分散

和多中心。
(二)2000—2020 年全球城市向心性:八成城

市为增长态势

向心性提升并向单中心演化,是全球 80% 城

市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 图 1 展示了 2000—2020

年全球城市向心性的变化情况,其中虚线为 45°等
值线,位于虚线上方的散点是向心性增长的城市,
反之则为向心性下降的城市。 测算结果显示,这 20
年间全球 80%的城市经历了向心性提升,人口向市

中心集聚是世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主流趋势(见
图 1a)。 进一步聚焦人口规模超 100 万的城市,可
以看到82%大城市的向心性在增长(见图1b),市中

心的人口集聚力不断提升。 已有文献基于建筑物

等其他城市要素发现,21 世纪以来全球城市普遍

从蔓延式横向扩张转型为中心垂直化集聚增长,
城市的向心力不断增强[6 - 7]。 本文从人口空间分

布的角度,再次证实了全球城市向心性提升的

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20 年间中国城市向心性增长

的比例仅为 68% ,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既有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规律

性因素,也有中国城市政策、规划等原因导致的空

间发展路径偏倚。 下文将通过国际国内比较来进

行说明。

　 　 　 　 a. 全球城市样本(N = 1 748)　 　 　 　 　 b. 人口大于 100 万人的城市样本(N = 377)

图 1　 全球城市向心性变化(2000—2020 年)

　 　 资料来源:全球人口栅格数据来自 Liu 等[8]发表在 Scientific data 的 GlobPOP(下同);全球

城市边界矢量数据来自欧盟委员会全球人类居住层数据集(GHSL-UCDB, R2024A 版本),该

城市边界是基于建成区和人口密度识别的城市实体区域,而非行政边界。

　 　 (三)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形塑城市空间结构的

重要力量

人口密度增长与产业结构服务化,深刻改变

了城市空间结构。 发达国家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演

变起步更早、进程更深入,本节聚焦发达国家人口

规模大于 100 万人的大城市,讨论服务业、人口密

度和向心性的关系。
首先,在一定的城市面积下,由人口规模增长

带来的密度提升与城市向心性显著正相关(图 2

左)。 城市本质上是一个集聚生产要素和消费市

场的物理空间,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更庞大的劳动

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更能促

进人际交流和知识溢出、激发消费外部性,集聚经

济推动城市向心性增强。 其次,在排除人口规模、
城市面积等因素影响后,服务业 GDP 占比与向心

性之间呈现出三次型关系(图 2 右)。 在服务业

GDP 占比不足 50% 的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发展

与向心性正相关,该图最左侧散点为中东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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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 而当城市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

业 GDP 占比与向心性之间呈 U 型关系,拐点在

80%左右。 现实城市经济运行中,集聚经济和规

模效应带来的向心力驱动人口密度增长、产业结

构服务化,不同的人口密度与服务业发展阶段,塑
造了差异化的城市空间结构表现形式。

本文认为,既有城市经济学理论未能很好地

解释城市产业结构演变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之

间的关系,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有待进一步完

善。 传统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分享、匹配

和学习 3 个重要机制之下,经济活动会向更具区

位优势的中心城区集聚,尤其是高度依赖人口密

度的服务业[9] 。 按照该理论解释,随着城市产业

结构向服务业转型,城市的向心性应该不断

增强。
但是,在 20 世纪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发展历程

中,曾经出现过服务业占比提升和城市多中心化

并存的阶段,人口重新向中心城区集聚是 21 世纪

观察到的新现象。 例如,针对德国柏林的研究发

现,1933 年柏林中心城区的服务业就业占比已经

达到 66% ,商业服务、媒体传播等行业围绕 CBD
周边形成了多个专业化微观集聚中心,城市空间

结构进入了多中心化发展阶段[10]。 这种现象并非

个例,很多经济学、地理学文献观察到了各发达国

家大城市的多中心化过程。 以至于一些学者、政
府部门将多中心化理解为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
将其视为缓解城市病、提升城市效率的重要选择,
甚至试图通过规划手段来促进多中心化。

图 2　 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规模、服务业 GDP 占比和向心性的关系(N = 263)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三次产业 GDP 数据来自 Shoji 等[11]刊登在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的论文;

人均 GDP 数据来自 Kummu 等发表在 Scientific data 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栅格数据;城市边界

矢量数据来源同图 1。

注:样本为发达国家人口大于 100 万人的城市,样本时期为 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均控制

了城市所在的大洲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左图控制了城市面积对数、服务业 GDP 占比、人均 GDP

对数,右图控制了城市面积对数、人口规模对数、人均 GDP 对数;均为分箱散点拟合图,每个点代表

分组后的若干城市,方法详见 Cattaneo 等[12] 。 下同。

　 　 实际上,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服务范围、区位

偏好存在较大异质性,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与服

务业内部结构变化有关。 纵观发达国家大城市发

展历史,当城市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生产服务

业 GDP 和就业占比会迎来快速增长。 在生产服务

业中,除金融业之外的物流运输服务、商业咨询服

务等行业存在服务范围“微观本地性”特征,会在

CBD 周围甚至郊区产生微观集聚中心。 互联网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需要开阔、灵活和可定制的开放

式空间,来打造有利于协作创新的办公环境。 CBD
相对传统的办公楼宇租金较高,且格子间式的设

计风格相对陈旧,因此该行业的公司倾向于集聚

在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新型商务中心、产业园

区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中心化[13]。 其他一些

生产性服务业,如贸易、科研和设计等,也可能在

某个功能性的次中心相对集聚,并主要服务于邻

近企业。 相比之下,生活服务业更强调即时性,生
产和消费需要面对面完成,同时生活服务业通常

也面向所有市民甚至外来游客,向市中心集聚能

够获得更大的流量,并且由于集聚而产生高品质

和多样性[3,14]。
综上,本文认为城市经济服务化显著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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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就业、居住选择,服务业发展是形塑城市空

间结构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内部

不同行业的服务范围、区位偏好存在较大差异,服
务业的结构变化会对城市的向心性产生影响,图 2
右观察到服务业 GDP 占比超 80% 后城市向心性

的增长,可能与生活服务业就业占比提升有关,下
一节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二、生活服务业崛起与城市向心性———以美

国大都市统计区为例

本节以美国大都市统计区(以下简称 MSA)城
市为例,分析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向

心性的影响。 选择美国 MSA 城市出于以下两方面

因素考虑:一是,美国的经济结构高度服务化,对
分行业就业数据的统计也更加全面,有助于我们

观察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调整方向;二是,MSA
基于通勤人口、建成区连片情况来定义城市,相比

于行政区城市更接近经济意义上的城市概念,并
且相关统计数据也是基于 MSA 城市边界,有利于

不同数据间的匹配。
(一)服务业深化与生活服务业就业占比提升

美国数据显示,服务业就业占比与城市向心

性依然存在 U 型关系,越过拐点后生活服务业在

服务业就业占比增长加快。 如图 3 左所示,美国

MSA 城市的服务业就业均超过 70% ,服务业就业

占比与城市向心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二次关系,拐
点在 84%左右与前文用 GDP 测算的结论基本一

致(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服务业就

业占比一般稍大于服务业 GDP 占比)。 图 3 右控

制了公共服务业在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基于分样

本回归进一步发现,城市服务业就业占比超 84%
后,生活服务业就业加速扩张。 上述发现意味着,
在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城市中,生产服务业、工
业的劳动力正在向生活服务业流动。

后工业化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服务消费需

求,以及数字技术对程式化岗位的替代,是生活

服务业就业占比提升的动因。 一方面,收入增长

会扩大人们对高品质、多样性和个性化服务的需

求,而这些强调即时性、面对面服务的岗位难以

被机器替代;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程式化工作的

替代正在加速,这些岗位主要集中在中低技能的

生产服务业(如基础文案与设计、基础会计与审计

等),以及工业部门[15]。 上述因素正在驱动就业

岗位向生活服务业流动,实证研究已经提供了经

验证据[16]。

图 3　 美国城市服务业就业结构调整及其对向心性的影响(N = 2 647)
　 　 资料来源:人均 GDP 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分行业就业数

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城市边界数据来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图 4 和图 5 同。

注:两图样本为 2010—2022 年共计 12 年的数据,图 4 和图 5 同;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左图控

制了人口规模对数、城市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右图在此基础上增加控制了公共服务业在服务业

就业占比;右图分样本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为 23. 26∗∗∗。

　 　 (二)生活服务业驱动城市向心性提升,尤其

在大城市

生活服务业推动美国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区

集聚,大城市尤甚。 图 4 展示了不同服务业发展

阶段、不同人口规模下服务业就业中生活服务业

占比和向心性的关系。 两图均控制了公共服务

业在服务业就业比例,生活服务业的参照组即为

生产服务业。 综合来看,生活服务业在服务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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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比和向心性显著正相关,人口规模超百万的

大城市、服务业就业占比更高的城市,生活服务

业就业占比增长和向心性的正向关联更强。 本文

研究还发现,相对于生产服务业而言,公共服务业

也能促进向心性提升,但其向心集聚力小于生活

服务业。

图 4　 美国城市生活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向心性的关系

　 　 注:两幅图均控制了人口规模对数、城市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公共服务业在服务业就业占比以及年份

固定效应;左图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为 5. 34∗∗,右图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为 33. 70∗∗∗。

　 　 如果结合图 3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

美国城市经济服务化进程的深入,生活服务业的

就业占比呈现攀升态势。 在一些经济服务化程

度较高(服务业就业占比超 84% )的城市,生活

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扭转了生产服务业主导的

多中心发展趋势,持续吸引人口向中心城区集

聚,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单中心化。 其中,大城市

凭借高人口密度和成熟的服务业基础,更易形成

人口和生活服务业向心集聚。 基于美国的经验

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是推动人口向

市中心回流的主要群体,他们对市中心高密度的

不可贸易的服务设施(餐厅、咖啡馆等)有更强的

偏好[17] 。
需要注意的是,生活服务业的向心驱动力不

会因为线上技术的快速迭代而发生转变。 一种

观点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服务业不再

依赖于人口密度,市中心的消费场景变得不再重

要。 但一项针对中国即时电商的研究表明,平台

经济扩大了城市内人口密度对生活服务业的集

聚效应,同时人口密度能放大消费服务生产与需

求的匹配效率,平台经济反而强化了密度对经济

活动的重要性[18] 。 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线上技

术与线下密度是互补的,生活服务业的向心力只

会更强,城市向心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因数字技术

而逆转。
(三)生产服务业引致的多中心化,不会扩大

副中心之间的距离

生产服务业带动的多中心化,主要表现为城

市内部空间不均衡程度降低,不会致使副中心之间

距离增大。 图 5 描绘了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就

业占服务业比例与向心性变量各子指标的关系(参
照组为服务业中公共服务业就业比例)。 从图 5a 和

图 5b 可看出,生活服务业既促进了人口向少数区域

集聚,也拉近了副中心彼此之间的距离。 从图 5c 来

看,生产服务业显著降低了城市人口分布的空间

不均衡性。 而图 5d 则表明,生产服务业就业占服

务业比例对城市人口空间邻近影响的系数较小且

不显著,说明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会扩大副中

心之间的距离。
上述发现说明,生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空

间邻近性,多中心化意味着产业分工更细致,而
各子行业之间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地理邻近来

促进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 在中国的空间规划

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建设了大量远离中心城区

的新城,甚至一些新城和城市建成区并不相连。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通过城市更新来促进原有微

观集聚区域容积率提升,是更加顺应经济规律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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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美国大城市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与空间不均衡和空间邻近性的关系

　 　 注:图中样本均为人口规模大于 100 万人的大城市;所有图均控制了人口规模对数、城市面

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图 a 和图 b 控制了生产服务业在服务业就业占比,图 c 和图 d 控制了生

活服务业在服务业就业占比,参照组均为服务业中公共服务业就业比例;图 a 和图 c 控制了空

间邻近性指数,图 b 和图 d 控制了空间不均衡指数。

　 　 三、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分析———基

于七普数据

(一)服务业就业占比高的城市正处于多中心

化阶段

本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
区县分行业就业数据,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发

展趋势进行探究。 为了让城市边界尽可能地贴近

城市实体,在分析中仅保留各城市的市辖区部分,
向心性测算以及各控制变量均为市辖区层面。

随着中国城市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城市空间

结构正在受到服务业发展的深刻影响。 首先从人

口的角度来看,在控制城市面积的情况下,城市人

口增长对向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图 6 左),与前

述发达国家城市的结论一致。 其次,从服务业的

角度来看,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向心性呈倒 U 型关

系(拐点为 0. 58),样本中 55% 的城市已经进入拐

点右侧的多中心化发展阶段(图 6 右)。 目前超大

城市的服务业就业占比已经逼近 80% ,结合前述

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经验,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

的持续推进,超大城市即将进入向心性回升通道。

图 6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向心性的关系(N = 206)
　 　 资料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边界为市辖区。 图 7 同。

注:左图控制了服务业就业占比、工业就业占比、城市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右图控制

了人口规模对数、工业就业占比、城市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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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城市生活服务业向心力未充分释放

从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数据来看,图 7 左显

示中国城市生活服务业就业占比增长与城市向

心性也存在正向关联,与美国 MSA 城市的发现一

致。 不同的是,中国大城市生活服务业对向心性

的促进作用与小城市的系数没有显著差别,大城

市生活服务业集聚经济的向心力未能有效发挥,
中心城区生活服务业发展不足。 在服务业就业

占比超过 58%的城市样本中,生产服务业的扩张

速度显著大于生活服务业(图 7 右),在生产服务

业就业占比提升的带动下,城市空间结构日益多

中心化。

图 7　 中国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向心性的影响

　 　 注:左图控制了服务业就业占比、工业就业占比、人口规模对数、城市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和

服务业中公共服务业就业占比;右图控制了工业就业占比、人口规模对数、城市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和服务业中公共服务业就业占比;两幅图中分样本回归的系数差异均不显著。

四、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与空间治理的思考

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城市空间结构向心演化的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但正如前文分析所示,中国

大城市生活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正外部性效应尚未

充分释放,城市管理中对服务消费的管制、限制仍

然存在,城市规划理念亟待改变。
(一)城市规划应尊重经济规律,不将多中心

化视为城市发展铁律

本文研究表明,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会催

生副中心,但是并不会导致副中心之间距离扩大,
产业的发展依然需要城市密度作为依托。 另外,
多中心化是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定阶段的表

现,不应该视为城市的发展目标。 出于治理城市

拥堵等问题的考虑,中国的大城市热衷于中心城

区功能疏解,通过新城建设来促进多中心化。 在

规划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

的认知,一些新城远离中心城区,甚至与城市实体

建成区未能连接,这种脱离规律的规划实则是对

城市运行效率、经济增长潜力的损害。 除了大城

市,很多三四线以下的城市也在当地建设了新城,
其中不乏人口负增长城市。 这些新城远离中心城

区、面积大且人口密度低,短期投资可以拉动当地

就业,但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形成的带动力是有

限的,同时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19]。
(二)生活服务业占比提升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显著的事实之一,就是

经济资源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并最终向服务业转

移的规律。 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巴

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这些国家大城市的服务业

GDP 占比已经超过 80% ,城市向心性在不断增长。
中国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

历史同等发展水平时期相比,服务业 GDP 占比相

差 10 个百分点以上[20]。 其中,生活服务业由于劳

动生产率低,更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传统的制造业商品消费

存在饱和效应,新增的消费需求大量集中在文化、
休闲、餐饮、教育、体育和健康养老等生活服务业

之中。 扩大中心城区容积率,促进生活服务业向

中心城区集聚,解决的不仅是就业问题,也能释放

中国城市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三)就业与居住空间不匹配导致职住分离

大城市中心城区未来会因生活服务业的发展

而有大量人口回归,其中不少是所谓的低技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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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如果公租房建得离市中心很远,会加重他们的

职住分离问题。 以外卖骑手为例,全国范围内该行

业的从业者已超过 1 000 万人,大量服务提供者居

住在接单范围较近的区域,但是距离中心城区却相

对较远。 职住分离现象会导致外卖骑手长距离通

勤,接单数量会减少、工作时间相应缩短,影响了他

们的收入[21]。 居住向市中心集聚的另一个好处是

减少城市拥堵问题,因为人们步行、骑行到工作地点

和服务场所都更加方便,并且在高人口密度的区域

公共交通效率更高,居民出行会更多选择公共交通。
(四)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不利于服务消费增长

中心城区人口高密度是城市发展中颇具价值

的财富,不是城市管理的成本负担。 多中心化、疏
解中心城区人口,是国内大城市传统空间规划理

念的代表,该思想已经难以适应服务业占经济比

重过半的新阶段。 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市

中心的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人口流量,市中心是

最方便服务业供求双方见面的地方。 而在通过行

政力量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干预之下,被疏解的

人口中大多是工作人口,中心城区的老龄化问题

会进一步突出,夜间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和消费需

求不足,城市外围的服务供给可能又难以满足居

住人口的服务需求。 因此,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会

使得城市的服务消费活力难以提升。
五、改善空间治理,促进生活服务业发展的政

策建议

2024 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

消费总支出的 46% ,服务消费对消费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了 63% ,中国社会正在加快进入后工业化

时代。 发展生活服务业,释放服务消费需求将成

为新的增长动力。 这不但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
还能使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提升相一致。 从城市

空间结构的角度来看,促进服务消费增长需要提

升城市向心力,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增加中心城区住房供给

大城市可加快推进中心城区低效工业、商服

用地向住宅用地转变,鼓励建筑用途灵活转换与

多功能混合使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多方面增加

住房供给。 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在市中心的“向

心布局”,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升低成本居住形

态的包容性。 与此同时,建议增加建设用地供给,
尤其是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建设用地,加大对交

通节点周边土地的开发强度。 适度放宽对中心城

区的容积率管制,超大城市可试点土地上空开发

权可转让交易,多源头提升市中心容积率。 大力

发展租房市场,尤其是长租公寓,闲置厂房、仓库

和商业办公等非居住存量房屋,允许改建为保障性

租赁住房,扩大保租房源头。 尤其要为在中心城区

从事生活服务业的群体提供公租房、廉租房,让尽量

多的人口居住在就业岗位附近,减少职住分离。
(二)减少对大城市人口和服务业的管制

人口规模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增强城市向心

力的重要基础,要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部分

一线城市仍然存在较高的户籍制度门槛,应大幅

降低积分落户门槛,尤其要降低(直到取消)学历

在积分落户中的权重。 落户名额则要大幅增加,
让满足落户标准的人尽快落户。 同等级的城市之

间,尤其是同一城市群内部同等级的大城市之间,
应实现落户积分累计互认,降低城市群内部人口

流动壁垒。 在户籍制度改革中,不必刻意引导新

落户人口赴郊区居住和工作。 其次,要降低对消

费场景的管制,如对体育活动、演艺的管制,以及

演唱会等层层审批和报备,还有一些大城市对餐

馆外摆摊位的管制。 2025 年 9 月,商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

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提升文化娱乐、体育、家
政、养老、托育等服务供给水平,扩大服务业高水

平对外开放。 类似对服务业行业准入管制的放开

应该加快,提升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包容性。 上

述多措并举,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
(三)以城市更新推动中心城区活力消费空间

构建

在中心城区及轨道交通枢纽周边推行高密

度、小尺度的街区开发,鼓励土地功能的混合使

用,将通勤人流高效转化为多元的消费需求。 城

市更新的重点转向培育微观空间的活力,通过打

造宜行走的街道、拓宽人行空间和增加户外商业

设施,为随机性的社交与消费创造亲切、安全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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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更为重要的是,更新过程需秉持高度的社会

包容性,审慎保留而非清退城中村、传统菜市场等

低成本业态与空间,它们不仅是城市“烟火气”的

来源,更是维系服务从业者生计、保障消费多样性

的社会基础,也是城市居民日常见面交流的场所。
围绕构建“15 分钟生活圈” 的规划目标,让居民在

步行可达范围内满足生活、就业与消费需求,从而

在高密度环境中实现职住平衡与社区商业的良性

循环,将人口密度转化为可持续的城市活力。
(四)注重新城与中心城区的连通性,优化新

城空间布局

新城规划不宜与中心城区距离过远,人口流

出地不应再建设新城。 加强新城与中心城区的连

通性,不仅要增加轨道交通密度和环线建设,还要

规划大体量的快轨线路,让新城居民能够实现到

中心城区的快速通勤。 新城地铁末端可建设大型

停车场,针对郊区大型居住区和地铁站之间可开

设接驳巴士,尝试向民营企业开放以提升服务效

率。 新城内部也要优化空间布局,打造新城中央

商务区,提升新城中心的街道密度、人口密度,增
进服务消费活力。 要加大对新城的公共服务供

给,如学校、医院等,满足居民的生活服务配套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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